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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修、悟、证三境界说
———以顾宪成为主要考察点

李 可 心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摘要:修悟问题虽然可与儒家的某些内容会接,但并非儒学所固有,伴随着长期的文化交融,修、悟之说逐步引

入儒学,明代良知学流行,使这一问题尤为突起。由于阳明学盛谈良知本体,言“悟”之说极为流行,竞相高标,

流弊渐生,于是顾宪成起而矫之。他保留了阳明学言“悟”的合理性,提倡修悟相即,又突出了修的在先性和一

贯性,认为悟前须修,悟后也不能不修。就功夫论的完整序列而言,顾宪成认为有修、悟、证三境,实体之证才

是最高的境界。就实证来说,他又矫正过于强调心证的偏向,肯定同时代学者以“躬行”立教的说法。顾宪成

的三境界说完整圆融,既有对世性,也带有总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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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普遍重视道德问题,但道德二字与

今天一般的意义不同。就儒家而言,孔子讲“志於

道,据於德 ”(《论语·述而》)。“道”是所志,是行

动所应认识和遵从的基本原理或原则,“德”是所

据,是对道的履行和成就。可以说,德无道不立,
道无德不成。道德不是单纯认识意义或单纯行动

意义上的问题,需要兼备认知和实践两方面的很

多努力才能据有。修悟问题便是从对道德的追求

中衍化出来,最终成为儒家学者讨论道德实践功

夫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由知行到修悟

修悟问题在魏晋佛教传播时期已出现,但在

儒家哲学中正式“出场”则很晚,大概到明代中后

期才甚为显耀。此前与修悟问题近似的是知行问

题,知行问题属本土哲学问题,渊源极久。因为知

行与道德的实践关联密切,所以从一开始二者就

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论语》里早就提出了所

谓“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三种认

知“道”的类型(《论语·季氏》),可见,对道的掌握

开启于对道的“知”,甚至,对于道在认知上的深入

了解或洞见,就个体的生命意义来说,能够起到根

本 性的改变作用,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
语·里仁》)。但同时,《论语》又极为强调“行”的

重要性,如说“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论语·
里仁》),又如“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
语·公冶长》),又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论语·子路》)等。此后在很长时间里,
修悟问题一直未成为儒学的重要论题,即使在受

到佛、禅影响比较大的两宋理学中,也并未占有理

论上的地位。在功夫论方面,宋代理学依然延续

传统的知行之论,并加以丰富的阐发。与此相应,
格物致知、涵养用敬成为理学实践的根本方法,并
且贯穿整个宋明时期。以宋代心学而言,也不过

强调发明本心和树立主宰的重要性,与程朱理学

在为学之方上,表现为“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

功夫入径的差异。
关于修、悟,修的观念在儒家经典里可谓俯拾

皆是。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又如,子路问

怎样做一个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

问》),再如《大学》中“正心修身”“修身齐家”说尤

为大家所熟知。悟的功夫则是一种比较具有宗教

色彩的体验,虽然不太为儒家所言说,但是在儒学

中与“悟”相近的涵义不是没有,如《论语·公冶

长》中子贡云:“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

二。”又如《周易·系辞传(上)》云“百姓日用而不

知”。由不知而知,由少知多,由一知全,这种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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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发生的心智跳跃或义理通彻即为悟,可见,
“知”本就包含悟的意义。《孟子·万章下》中引述

伊尹之言,提出“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觉”于是在儒家心性学说中具有了重要意义。孟

子重视心之“思”的功能,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

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

“思”不是一般的思维活动,而是对心性本然的认

知或觉悟。“觉”和“思”,与后来所常讲的悟的意

义也约略相当。
修悟问题尽管蕴藏于我国传统儒学的内部,

但它直接出现并成为时代性的论题却是在阳明学

出现之后。阳明学以“良知”提宗,而良知学最本

质的问题则是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分属与通合关

系。良知到底是属于心的本体还是心体的作用;
如果良知是本体,那么功夫从何而施;如果良知是

心体已发的作用,那么功夫又当如何。这几个问

题成为明代阳明学聚讼的关键。而王阳明晚年所

提倡的“四句教”,虽本意欲融合本体与功夫,使不

落一偏,结果却在其学生与后学当中加深了本体

与功夫的对立。阳明区分利根之人与中下根人,
认为“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而“其次不

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

去恶,功 夫 熟 后,渣 滓 去 得 尽 时,本 体 亦 明 尽

了”[1]117。利根人的主要功夫就是悟,“其次”者
“为善去恶”的功夫便是修。是从本体出发作顿的

功夫,还是从发用着手作钝的功夫,决定到为学的

正确与否。所以,修、悟的优劣或关系究竟如何,
便不得不成为紧迫的时代问题。由于“良知”的本

性是自然、完全的灵明,“致良知”的要义在致良知

的自然、本然之知,所以阳明后学往往偏重于强调

良知的本体性而排斥功夫的人为性,以致言悟者

多,修悟的正当关系被扭曲了。同时,这也在思想

上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阳明学的修正和批评自始不断,顾宪成

(字叔时,号泾阳,1550-1612)是比较卓越的有领

袖地位的一个。在修悟观上,他针对当世学风虚

浮状况,继承学者如张元忭等比较平正的观念,又
吸收同时期讲学者如邹观光、于孔兼等人有益的

意见,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观点。一方面他没有抛

弃阳明学中重悟的传统,而是注意发掘传统儒学

中关于悟的资源,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忽视修的必

要性,而是提高了修的地位。通过这两方面的努

力,他的修悟观更加具有辩证、圆融的特性,丰富

了修悟问题的内涵。顾宪成的修悟观,带有集成

的性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儒学本身不脱离身体

实践的特色,使儒学对修悟观念的吸收和修悟矛

盾的解决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修悟相即

修和悟都属功夫,修、悟的对应也与本体、功
夫的对应有关。一般认为注重本体的一路,其功

夫主要为悟,而重功夫的一路则主要指修。纯从

本体出发者,主张对本体的“悟”或“知”,此乃阳明

所谓“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这一派可以

说是单以悟为功夫的,既悟之后,便无功夫(人为

辅助性的功夫)。准确地说,悟其实还不是本体性

的功夫,但经此一悟,便可转入本体性的功夫。
据理而论,功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

功夫,主要指人为的有目的性的功夫,旨在实现本

体的完全;广义的功夫,同时还包括本体性的功

夫,这种功夫排斥人为的辅助性的活动,即阳明所

说“本体上何处用得功”[1]119,本体的功夫实即本

体的作用。一般所讨论的本体和功夫,要以狭义

的功夫居多,不少阳明后学所轻视的也是这种人

为的目的性的功夫。
顾宪成反对玄谈无根之学,讲究一般意义的

功夫,因此,他的著述和讲学中对修给予特别的重

视。但他也不是仅仅在救弊的意义上来看待功

夫,他既讲修,也反对不讲悟,这一点正如他重视

儒学之“实”,又反对专以“空”归诸佛门,而大谈儒

学之“空”一样。东林讲学的参与者于孔兼(字元

时,号景素)认为,“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字出自

禅门,吾儒所不道也”[2]393,把“悟”专门归诸禅宗,
排除在儒家功夫论之外。顾宪成不以为然,他举

经典为证,《周易·系辞上》有“神而明之”,《论
语·述而》有“默而识之”,此皆言“悟”,“特未及直

拈出悟字耳”。至于朱子,在解释《孟子·尽心下》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时,则曰:“盖
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3]365又在解释“先
知先觉”时说:“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

其理之所以然。”[3]310顾宪成认为,这是朱子“明明

道破”“悟”字之证。朱子虽平生不喜欢人张皇言

悟,躐等虚矫,但其实也并不以“悟”为讳。因此,
“悟”字“未可专归诸禅门也,又不可以好言悟为世

病”[2]393。
顾氏认为修和悟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二

者是相须为有不可或离的。他之强调修,也并不

是遗脱了悟,或者认为悟不如修重要。在他看来,
修和悟是辨证统一的,因此,他不但不反对世人

“好言悟”,“据吾意,还病其好之未真耳”[2]393,其
理由是:“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
悟者与修相表里者也。”[2]393顾宪成提揭修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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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言修而恶悟者不同,他并没有执一废一,而是

把修和悟贯通在一起,在重修和重悟之间,不以一

端自居。他说:
学不重悟则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为轻者

也,何也? 舍修无由悟也。学不重修则已,如重

修,未 有 可 以 悟 为 轻 者,何 也? 舍 悟 无 由 修

也。[2]338

在修悟之间,单纯的重修或重悟,不仅是片面

的,而且是错误的。修和悟互为前提,必然要通过

修方能悟,也必然要通过悟才能实现修,失去了彼

此为前提,二者都将无法落实。那么这是否意味

着“修悟双提”呢? 顾氏认为:“悟而不落于无谓之

修,修而不落于有谓之悟。”[2]338依照上面这一诠

释,修悟在本质上就是一致的:悟即修,不落于无

之悟便是修;修即悟,不落于有的修便是悟。修悟

是对同一内容作出的不同衡量,二者是一体之两

面。显然,修悟是融合在一起的,较之“修悟双提”
的说法,要更进一层。“双提”有并重之意,或犹保

留着修、悟之间的对立,而顾氏的说法,已经是合

一之并重,修悟已经不存在对立。也正是如此,
“即修即悟,无所不检摄而非矜持;即悟即修,无所

不超脱而非放旷”[2]130。那种认为修就必然意味

着会过于矜持把捉,悟就必然会流于放纵超脱的

看法,都是执一的、片面的,没有理解修悟的辨证

关系。
就朱子和阳明的教法来说,顾宪成认为,朱、

王二子的教法与二人的性格有关。朱子平而精

实,阳明高而阔大,所以朱子是“即修即悟”,而阳

明则是“即悟即修”[2]294。朱子的“即修即悟”实指

“由修入悟”,阳明的“即悟即修”实指“由悟入修”,
这代表了修悟之间可能存在的两条路向。顾宪成

在《日新书院记》中,对两种教法的关系进行了详

细的阐发。他认为,两种教法是“同而异”、“异而

同”的关系,一种“善用实”,一种“善用虚”,二者都

属于儒家的圣人之学,最终的归趣并无二致。并

且这两种教法的并存有其必要性。“同而异,一者

有两者,递为操纵,其法可以使人入而鼓焉舞焉,
欣然欲罢而不能。异而同,两者有一者,密为融

摄,其法可以使人入而安焉适焉,浑然默顺而不

知”[2]152。两种教法既可以相互补充,使人人都能

够因之获得相应的门径,又可以相互救正,挽回彼

此容易导致的流弊。

三、修悟之时序

修悟的关系,不应当只是浑然一体,空讲所谓

修中有悟、悟中有修,一味圆融,这其间还应强调

一定的次序。《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问子

贡其与颜回孰贤,子贡以“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

闻一以知二”答之。此中“一”“二”“十”不是简单

地表示数量的多少,“乃假借数目形容见地圆缺之

辞”[2]318。阳明认为:“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

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1]32顾宪成进一步指明:
“闻一知十,无对之知也,了悟也,所谓一以贯之者

也。闻一知二,有对之知也,影悟也,所谓亿则屡

中者也。”[2]318“了悟”指心地上的透彻,“影悟”即
指闻见上的知解。此时孔子不直接说破“一以贯

之”之旨,而必待于后,顾氏认为,“孔子要接引子

贡的心肠,恨不立地成圣,却亦忙不得”,其间有个

“时据”[2]319。这说明,悟应以一定的功夫积累为

前提,如果功夫未作到相应的程度,悟是不适宜骤

然讲求的。
近似的还有另一个事例。孔子曾直接对曾子

讲:“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阳明

认为:“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

之。”[1]32并且,他还认为,“一贯”是根本,是体,
“体未立,用安从生?”[1]32由此,阳明指出朱子《四
书章句集注》所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3]72,解释还不准确。
顾宪成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曾子平日潜心于忠

恕,不能说“未得用功之要”,于孔子则“随呼随

唯”,也不能说“未知体之一”[2]302-303。《四书章句

集注》中说“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3]72,
顾宪成认为这才是恰到好处的理解。孔子之所以

直接点化曾子,正是因为曾子已经“真积力久”,功
夫做到适宜的程度,将悟未悟,故下语来启发他。
功夫达到了,分寸适宜,便有致悟的必要。

由此二例可知,在顾宪成看来,言悟必有“时
据”,这个“时据”具体就是指功夫的积累,亦即修。
从修到悟之间,是不断修的过程。这种观点其实

也是朱子的基本主张。朱子在《补格物致知传》中
说:“《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

知之至也。”[3]7这里的“豁然贯通”即“一以贯之”,
意味着实现了“悟”的环节。朱子认为“豁然贯通”
之境的实现,必以“用力之久”为基础,而“用力之

久”就自然会有“豁然贯通”之时,亦即他是主张以

修致悟的。当然,朱子的功夫主要是广泛的格物

致知,运用上或偏在“知”或明事物之理一边,而阳

明学及顾宪成所言的功夫主要指内心体验的修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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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顾宪成与友人讨论程子《识仁

说》中,更清晰完整地获得他对修悟层次关系的说

明。程颢言“识仁”,孔子言“为仁”,顾氏认为:“第
‘为’以修言,‘识’以悟言。为则功夫便在眼前,行
住坐卧,无一刻可违。悟则须是这功夫积累到久,
忽然透岀。”[2]346这一意思与上所言相同。他同时

认为,“及其得之又须密密保任,方有受用”[2]346,
既悟之后也还要“密密保任”,悟后同样不能丢弃

功夫,不能就此“歇手”,还应不间断地继续做功

夫。如此,“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悟境也。自

一日之前至一日之后,却只是一个修,更无别

法”[2]346。悟之前和悟之后都需要功夫,也就是

说,有悟前之修和悟后之修。悟前之修,因本体未

透,所以是着力之修,须自强不息,“此在初入门便

应着紧,无容些子含糊”[2]346。悟后之修,因已透

彻本体,从本体发为功夫,一方面会自觉功夫“无
可歇手处”[2]311,一方面又不必着意为功夫。然而

此种“得力”“有非初入门可躐希者”[2]346。因而,
顾宪成对程子《识仁说》作了两点补充:至悟(识
仁)之前,要“欲罢不能”,有所为而为;既悟(识仁)
之后,要“欲从莫由”,无所为而为。

总的来说,“未悟则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

修”[2]393,“有修无悟,必落方所,非真修也;未修求

悟,只掠光景,非真悟也”[2]346。悟必有修,修必求

悟;悟前必修,悟后必修。悟前之修,修悟乃相须

而非相即;悟后之修,修悟乃相须而可相即。如

此,就修、悟的关系,我们在相即不离的基础上,就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顾宪成虽然强调修悟的相即关系,肯定朱、王
二子的教法有必要并行,其实,他的说法更突出的

是修的在先性、修的累积性以及修的一贯性,而反

对未修言悟,悟后便放手不修。因此,就基础来

说,他的修悟观与他所认为的朱子之“由修入悟”
更加符合。当然,如果说朱子的教法是“由修入

悟”,阳明的教法是“由悟入修”,而顾宪成悟前“由
修入悟”,悟后“由悟入修”,也可以说是朱、王教法

的一种接合。
阳明学内部,比较平实的学者,对于本体和功

夫、修与悟的关系,自一开始可以说是比较注意全

面把握的,作了不少质难辨析的工作,其中,以阳

明的同乡张元忭最为突出。张元忭(字子荩,别号

阳和,1538-1588)“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

四有教法”[4]323,实际上,由于王龙溪(名畿,字汝

中,号龙溪,1498-1583)谈本体而讳言功夫,因此

他对龙溪之学进行了批判。当然,张阳和的批判

并不仅仅针对龙溪,如他还明确批评罗汝芳的弟

子杨起元,认为他也是“谈本体,而讳言功夫,以为

识得本体便是功夫”[4]326。张氏认为,这是当时阳

明学传播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近时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

修。仆独持议,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

曰理 以 顿 悟,而 必 曰 事 以 渐 修,盖 谓 救 时 之

意。[4]327

张氏与当时著名学者罗汝芳、许孚远、周汝登

等都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忧时、救时的心情十分

迫切。就修、悟的关系,他说道:
悟与修安可偏废哉! 世固有悟而不修者,是

徒骋虚见,窥影响焉耳,非真悟也;亦有修而不悟

者,是徒守途辙,依名相焉耳,非真修也。故得悟

而修,乃为真修,因修而悟,乃为真悟。古之圣贤

所以 乾 乾 惕 若,无 一 息 之 懈 者,悟 与 修 并 进

也。[5]17

张氏的说法已经与顾宪成的某些表达基本相

同了,可谓就是上文所述“修悟双提”,他认为修、
悟应当并重,两样应该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可以

看出,张元忭的说法,较顾宪成在修、悟上的整体

观点还是少了曲折、细腻和圆融之处。
顾宪成三十多岁在吏部供职时,曾与张元忭

有往来,他对张氏的评价很高,很希望他能够为世

所用,并且自谓“见张阳和便自觉偏处多”[2]314。
张阳和对阳明学的流弊作了很有力的批评,他的

修悟之说,不入“偏处”,在阳明学中很有特色,顾
宪成的修悟之见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四、修、悟、证三境说

顾宪成的修悟说,并不以修悟二项为全义,他
还有第三境,即证境。孔子有言:“默而识之,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顾
宪成认为:

默而识之,言悟也;学而不厌,言修也;诲人不

倦,言证也。[2]283

他以悟、修、证三境对言,并不是偶尔一及。
对《论语·为政》“十有五而志于学”章,顾宪成也

作了如是分析,他说:
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

也;曰耳顺、曰从心,证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纤不

容躐矣。[2]347

在这里,顾氏很明确地认为,由修而悟,由悟

而证,这是入道的正当次序。证境是最高的境界,
悟境并非最高境界。就孔子的证境来说,主要是

指孔子“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两阶段。
据常情看,“知天命”是神化上事,“耳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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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自家身子上事,两者较之,“知天命”似深,
“耳顺”、“从心”似浅。[2]348

一般认为,人生的意义主要是领悟最高的原

理,或者说是悟道。人们通过不断修行,一旦领悟

到终极的原理,超越了自身的限制而得到心灵的

解脱,就算是圆满了,达到目的了。如此,“知天

命”未尝不可说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但孔子不以

“知天命”为止足,还要“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从天命之知回归到身心的顺适。
顾宪成认为,“知天命”仅仅是对“天命”的一

种感悟,或者是一种思想上的透彻,所以很可能只

是停留在观念中,还谈不上真正的天人合一。“说
个天命似涉渺茫,吾夫子定要一一自家身子上打

透,方肯作准。盖渺茫处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

假”[2]348。在他看来,“知天命”不仅只是知解上的

知,更是身心上的实体(实际体得义),从知解到实

体,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见,他所谓的“证”,就
是证上身来(“自家身子上打透”)。证已经是悟后

的境界,不再是求悟,不再重知解,而是重实体,重
行为与知解的自然合一,要“即形即天命”“即心即

天命”[2]348。总之,到悟的境界,虽然涉乎凡圣之

界,几近生死之关,但尚属玄虚,未为真得,只有达

于证境,才可谓彻底着实。
顾宪成在分析程颢的《识仁说》时,又提出“化

境”之说:
大都程子此篇,专要与人点出悟境,又要与人

点岀化境。故说得如此直截,更不拈动第二义,防
检、穷索,尽与破除。若为求识仁者言,恐应自有

说也。[2]382

顾宪成认为,程子的《识仁说》是承接着张载

的《西铭》而来,所以起首便从很高的境界讲起,谓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

索”[6]16-17。“识得此理”,即顾氏所说“要与人点出

悟境”,而“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则为“化境”。在

化境之中,可以不必再强调功夫,而本体自然实

现,“更不拈动第二义”,一切言筌、教条都用不着

了。
证境强调身体的实行、实得,强调身心与天命

天理的继续磨合,而化境与证境相比,这些都已经

完成了,体用合一已经实现,行为完全出于自然。
因此,化境要比证境更高,是一种境界的完成状

态,或者说,化境是证境的证得状态。证境之证,
有二义:一是求证,二是证得。尚保留功夫的必要

性的境界是求证之证境,不用提起功夫的境界为

证得境界。这样证境、化境未尝不能够统一,我们

可以把化境归入证境。

其实,顾宪成在修境、悟境基础上又提出证境

一说,十分容易理解。上文我们对他修、悟的层次

关系已经明了,即修—悟—修,他认为有悟前之

修,有悟后之修,修是不间断的。对悟前之修来

说,很显然即为用力作功夫,要特别提撕,而且是

以求悟为目的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修;对悟

后之修来说,虽然用功,却已经是解悟了本体后的

用功,高度自觉,其功夫也不再指向本体之知,而
是指向本体之合,这种求合本体的功夫,即可以说

是证。如此,顾氏的修、悟观念里不但有层次,而
且不同的层次还有相应的不同意义。

顾宪成的友人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1551-
1624,)也明确标举修、悟、证三种功夫境地。邹氏

师从胡直(字正甫,号庐山),为阳明的三传弟子。
他在给老师遗稿所作的序文中,对修、悟的关系作

了阐发:
学以悟为入门,以修为实际。悟而不修,是为

虚见,修而不悟,是为罔修。先生已洞然圣学之

大,而复与困学同功,兹所以全而归也。[7]卷四

他认为老师“已洞然圣学之大”,即指能悟言,
“而复与困学同功”,即指能修言。邹氏也是强调

修、悟的相须关系的,在他看来,只有既悟且修方

才称得上得圣门学问的全体。
邹元标罢官居家,请于当道,建立仁文书院,

为讲学之所。他在所作《仁文会约语》中,标举教

法:一则曰“先悟”,一则曰“重修”,一则曰“贵
证”[7]卷八。他认为,修和悟并不是两回事:“悟者

即悟其所谓修者也,以悟而证修,则不沮于他岐之

惑;修者修其所谓悟者也,以修而证悟,则不涉于

玄虚 之 弊,而 实 合 内 外 之 道,二 之 则 不 是

矣。”[7]卷八 对于证,他则说:“证者,证吾所谓悟而

修者也”[7]卷八。他的证处于悟和修之间,所表示

的是修和悟之间的一种约束关系,具体而言,证就

是要以悟来证修,以修来证悟。证是对修、悟二者

的检验和印合,亦即修要以悟为原则,悟要以修为

归宿,如是,修才不会误入歧途,而悟也不会停留

于玄虚。
邹元标的修悟观与顾宪成的差别很明显,我

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功夫的起点不同。
顾宪成强调要以修为起点,悟前有修,悟后有修,
一以贯之;邹元标则明确主张要“先悟”,把悟当作

为学的“入门”,提倡“学必先悟”。其次,顾宪成所

讲的证是在悟后,与修和悟相比,可以作为一个独

立的阶段;而邹氏的证并不特指独立的功夫阶段,
而是对修、悟关系的一种双向规定,悟中有证,修
中也有证。再次,顾宪成的证是逐步深入的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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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涵就是实体,这种实体包括人的身(形体)
心全部,身心都要符合事理的规范,并不单以心

言;而邹氏之证完全是指心证,他说:“夫吾所谓悟

而修者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谓修者非他,亦吾之

心也。”[7]卷八 相比之下,邹元标是很鲜明的心学立

场,而顾宪成与他的距离比较大。

五、躬行立教

对于顾宪成“证”之一境,尚有一义待发。顾

氏在吏部时的同僚邹观光(字孚如),里居讲学,建
尚行书院,弟子请教宪成“尚行”之意,宪成认为,
“邹子之标尚行,正悟后语也”[2]139。这是因为,当
人未悟之时,对于实行缺少动力,或诱之而行,或
迫之而行,都属于勉强为之,结果可能或作或辍。
只有既悟之后,人才能从内心中生发动力,认识到

行的必要和迫切而自觉去行,以行为尚。对于世

间以悟为尚的人,顾宪成指出应当“归而证之于

行”[2]139,所自矜以为悟者一定要“一一实有之”方
才无憾,方能最终跻于圣贤行列。如果没有做到,
那么,其自我矜许的悟境就不过是“揣摩亿度而

已”。“尚行”之说,既可以适用于“未悟者”,也可

适用于“已悟者”。“未悟者尊而用之”,可以渐渐

致悟,“已悟者尊而用之”,可以一一实有诸身,所
谓“沦肌肤而浃骨髓”[2]140。

顾宪成最终提出:“然则悟于何始? 因行而

始。悟于何终? 因行而终。”[2]140这与上文他所说

“未悟则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用意是完全

一致的,我们同样还可以看到,顾氏强调悟后之

行,依然是指“一一实有之”,这也是上文所说的

“证”义。“证”和“行”的意义有所不同,“证”的意

义比较含蓄,也容易发生歧义。“证”可以专指心

证,如邹元标所谓,而“行”就比较平实和明确,如
果使用“躬行”一语就更加明确。顾宪成所谓证,
我们上文以“实体”解之,实际就是“躬行”二字,行
之于身,亦即体之于身(含心在内),而这里顾宪成

所指的“行”确实就是“躬行”。
邹观光著《衡言》,其中发明躬行在当时的特

别意义,他说:“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尧舜,而
议论愈精,世趋愈下。维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
救时第一义乎!”[2]139顾宪成对“躬行”二字佩服不

已,谓先得同心,感慨极深,“为之徘徊三复,不能

已已”[2]64。顾、邹二子早年为官同处,都怀有很

大的抱负,“生平之交,相期于徳义”[2]46,二人的

情谊是比较长远且深入的,因此,顾宪成在躬行观

念上,肯定受到了邹观光的影响。
顾宪成眼中的躬行并不是“专属诸修”,尤其

不是仅仅指“事为之检饬,念虑之矜持”。他认为,
这样就“堕落方所而修弊”[2]396,这样的修,必然会

引起高明者的轻薄厌弃,转而重悟,走向相反的极

端。因此,他的躬行不是拘检的,不是落方所的,
偏指悟后之行,亦即“证”。

影响顾宪成躬行观念的另一人物为共同讲学

的于孔兼。在戊申(1608)年春的南岳会讲中,于
景素告诫顾宪成:“兄主盟东林,只宜守定‘下学上

达,躬行君子’八字。”宪成为之“点头”[2]393。归

后,吴安节、于景素各作《春游记》一篇,于景素在

文章中大抵发明“躬行”之义。二人之文,顾宪成

读 后颇多感会而道:“私衷尤有味于‘躬行’一
语。”[2]396此处他对躬行有新的体会。他认为,为
学的“入门要指,入室微言”,“经孔孟发挥一番,已
而又经周程诸大儒发挥一番,已而又经阳明诸先

正发挥一番,业已说到九分九厘九毫,向上几无复

开口处,算来算去还是躬行难也”[2]396。照他的意

思,为学的方法和道理,先圣先贤已经差不多说到

头了,指点得明白而周全了,后人没有多少可以发

挥的余地,所以可以不必再在上面纠缠不休,更实

际而有意义的事就是照着去踏实地做。对于后人

来说,躬行才是真正困难而具有考验性的事。
这种观点也早有渊源,明代早期的理学家薛

瑄就曾说过:“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

作,但须躬行耳。”[8]7229如又说:“将圣贤言语作一

场话说,学者之通患。”[4]117可见,薛瑄也是认为道

理已明,不用再殚精竭虑去作重复无谓的发挥,并
且他特别反对将学问仅停留于谈说上,主张一定

要切实躬行。这种学风,实际就代表了明代以后

的思想动向。
容肇祖先生在他的《明代思想史》一书中,对

这种变化已经揭示得比较清楚了。他认为明代初

期的思想有承接宋元儒而来的“致知派”,这一派

继承了朱子格物致知的理念,学问规模广博,义理

精深,与朱子为同一血脉。从宋濂到方孝孺,沿袭

了致知派的风格,然而这派此后逐渐衰落,朱子学

中的“躬行派”(或称“涵养派”)逐渐崛起。容肇祖

先生认为,这一派与“致知派”的学者“大不同了,
就是简陋了,腐化了,依托于复性与躬行,而不事

著作不做学问了”[9]13。
容先生固然道出了躬行派的特征,与朱子学

的本来风格不同,但对于明代思想来说却无疑是

新的生机,也是明代思想的独特灵魂。这一躬行

特征逐渐流衍,发展成以注重自我和内心体验为

特征的心学大宗,完成了宋学到明学的蜕变,这是

一次很重大的历史性的思想动变。而朱子学的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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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派也自有流传,主要为薛瑄所流传的河东之学,
其中以吕柟(字仲木,号泾野)为代表。

吕泾野认为,学“若徒取辩于口,而不躬行也

无用”[10]123,不实行的学问,人于其自身终究缺少

受用之处。因此,“学要讲明做去”[10]123,“君子以

朋友 讲 习,不 徒 讲 之 而 又 习 之 也,习 即 是

行”[10]110。他的学问可以说不出程朱知行的范

围,知了去行,犹是程朱知行的本色,只是于躬行

特别着力。黄宗羲谓:“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

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4]11

明代关学是以躬行著称的。其实甘泉学派也

是注重实际体认的。如湛甘泉的学问宗旨为“随
处体认天理”,“体认”便带有很强的实践意味。其

再传许孚远,进而明确提出“学不贵谈说,而贵躬

行;不尚知解,而尚体验”,“学者之学,重实修而

已”[4]975。甘泉学派本不如阳明学之欲脱尽朱子

的影响,而为朱子学和心学的一种折中。因此,我
们还可以说这是朱子学中的“躬行派”,只是比明

初儒者走得更深远,是明代思想的主流之一。当

然,明代的这些学派之间也都存在着交流。
因此,顾宪成之所以认可躬行,有着深厚的时

代背景。有趣的是,明代自生的学术起于躬行,却
在躬行、体认中又迷失了,到了后期又重新号召躬

行。

六、结语

哲学的要义无疑以寻求智慧为本,然而这种

智慧不独指向理论智慧,还自然乃至应当包含实

践智慧,中国哲学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儒学内部,知行问题自始就存在着,而且有着非

常明确朴素的意识。一直到两宋理学,知行问题

也还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

而,随着宗教思想更广泛的渗透,阳明良知学的出

现和大发展,知行问题逐渐被修悟问题所掩盖,对
修悟关系的讨论甚嚣尘上。修悟问题成为关系儒

学自身性格特质、为学方法等一些重要问题的基

础性问题,对修悟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对其关系处

理不够妥善,往往会引发严重的流弊,贻害于世道

人心。有识之士站在儒学本位的立场上,面对汹

涌的时代思潮的恶化,积极作出不少化解危机的

努力,顾宪成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顾宪成对修悟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疏

导,也对前人时贤的相关思想给予了不少吸收,他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比较完善的,带有总结和集

成性的。他提倡修悟相即,这种修悟相即不但是

互补的,而且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落于有的修即

悟,不落于无的悟即修,有别于修悟双提。但他的

修悟相即说也不是混论调和的,而是在相应的时

序当中来辩证地看待修悟关系。就一般的修悟关

系而言,顾宪成又突出证境一环节,证境是悟境的

延续和提高,是道理与身心的真正融合过程。证

境的终极是化境,而证境的实现有赖于躬行。躬

行强调亲身实体,是儒家性格的真挚体现;它也并

不专属于修,而是一贯的自我修养功夫。对于反

己实证、躬行实践的追求,是明代儒学的根本特

色。
宋代的理学开辟了一个崇高的理的世界,辨

析理义,穷其精微,而明代的学者则又开辟了一个

丰富的内心体验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现实而又神

秘。理学在宋代的晚期才成熟起来,而心学则在

明代的晚期即露出了极大的幻相,因而,引起有识

者向躬行的回归。明代思想的起承转合,已经到

了合的地步,也预示着要走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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